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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 

轰炸重庆报道探析 

闫立光 郭永虎
1
 

(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抗战期间,重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和中国的战时首都,遭到了日军大规模的无差别轰

炸。这一期间,英国主流媒体《泰晤士报》通过其派往重庆特约记者以及援引其他西方驻重庆媒体的报道等多种形

式,真实记录了日军集中轰炸中国平民和民用设施、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以及重庆民众英勇反轰炸斗

争的主要历史过程。这些报道不仅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之暴行,具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

值,而且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军民抗战形象,建构出一种谴责日军残暴、同情和支持中国

的舆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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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日军为彻底摧垮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实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之目的”,对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六年多的

无差别轰炸,造成了大量的财产损失和平民伤亡,是从空中进行的恐怖大屠杀。这一期间,西方主流媒体《泰晤士报》以“第三方”

的视角真实记录和见证了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主要历史过程。基于此,笔者以《泰晤士报》相关报道的原始历史文本为依据,

对其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相关方面的报道及其价值作一番探析。 

一、《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概况分析 

(一)基本数据分析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日军逐渐开始对其进行轰炸。自此,重庆一度成为《泰晤士报》等新闻媒体的重要关注

点。据统计,从 1938 年到 1944 年日军轰炸重庆六年多的时间内,《泰晤士报》关于重庆的报道总量达 537 篇。在日军无差别轰

炸最为集中的 1939年至 1941年期间,其对日军轰炸重庆密切相关的报道达 69篇。其中,直接以“轰炸重庆”或“空袭重庆”为

标题的相关报道就有近 30篇,日军的轰炸暴行由此可见一斑。 

(二)消息来源分析 

新闻消息源是考察新闻是否具有可信性的重要依据,在新闻信息传播中,媒介信息源决定了新闻的真实性。从《泰晤士报》

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消息来源来看,首先是来自于《泰晤士报》驻重庆记者的相关报道。日军对重庆实施轰炸后,《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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晤士报》专门派通讯员前往重庆。1938年 10月 5日,该报刊登了其特约通讯员关于日军轰炸重庆的第一篇报道[1]。自此,驻重庆

记者的新闻稿件则成为《泰晤士报》获知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事实的主要来源。其次就是援引于其他驻重庆西方媒体的报道。

比如,路透社等。路透社当时在重庆有分社,其记者记录下许多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珍贵画面,为《泰晤士报》提供了一些

重要的消息来源。再次是《泰晤士报》驻上海、东京、伦敦等国外各大城市通讯员通过外交渠道和报纸了解到的关于日军轰炸

重庆的情况。 

(三)新闻体裁分析 

新闻体裁是把握媒体对相关事件报道认知状况的重要参考。据整理和分析,《泰晤士报》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报道主要采用了

以下几类新闻体裁:其一是消息类,这是该报较多采用的新闻报道类型。这一类体裁直接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炸的许多重要历

史事实。包括“五四”大轰炸、“六五隧道大惨案”等等。其二是社论类,主要包括编辑部和读者来信对重庆大轰炸及其影响进

行的选择性描述与评论,表达和传递《泰晤士报》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其三是图片类,图片报道是洞察事件最为直观的方

式,《泰晤士报》通过不定期地刊登重庆大轰炸的图片集,给读者以强烈的视觉感,以引起其对事件的关注。比如,该报在 1939年

6月 26日和 1940年 10月 2日分别刊登了重庆遭受轰炸后的惨状及宋美龄亲临轰炸场面的图片集[2]。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泰晤士报》相关报道概况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该报不仅以多元化的新闻体裁记录和报道了重庆大轰

炸,而且其消息基本上是来源于《泰晤士报》派往重庆通讯员和援引于其他媒体驻重庆的新闻报道,可信性强。这样的新闻框架

为进一步探析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提供了重要的文本前提。 

二、《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历史文本分析 

(一)关于大规模轰炸中方民用设施和平民的报道 

全面抗战开始后,日军逐渐改变其先前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重新确立了以政略进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侵华新方针。强调

一方面将军事打击中心转向对付后方抗日游击战的同时,企图通过非军事的政略工作并辅之以军事打击,动摇国民政府坚持抗战

的意志,迫使其对日妥协。因此,对当时中国战时首都和国民党军事指挥部——重庆进行的长时期不分军事和民用目标的无差别

轰炸,就是适应这一战略、扩大侵略、实现战争目的而采取的重要行动。 

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始于 1938年,结束于 1944年,主要集中于 1939年至 1941年。这期间,《泰晤士报》通过跟踪式报

道记录了重庆市遭受日军轰炸的状况。限于篇幅,下面就该报 1939—1941 年间对日军集中空袭重庆民用设施和平民的主要相关

报道进行梳理和分析。 

从 1939 年 5 月起,日军开始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市区人口密集区成为日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之一。特别是“五

三”“五四”大轰炸,造成了极其惨重的损失和人员伤亡。为了充分揭露日军这一惨绝人寰的轰炸暴行,时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

祺给《泰晤士报》编辑部写信,摘选了宋美龄在亲历与目击“五三”“五四”大轰炸后通过信函向其夫人描述的惨状:“日军战

机在 5月 3号、4号和 12号飞过城市上空,扔下许多爆炸弹和燃烧弹。 

它们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化为灰烬和残骸,并且蓄意而残忍地杀死我们数以千计的百姓。在 4 号那一天,死了近 5000 人,伤

者约 3000 人,20000 人无家可归。日军空袭过后,光挖清已烧毁房子的废墟就花了十天的时间。”[3]这些惨不忍睹的画面从侧面

反映了日军无差别轰炸之残暴。而且,针对当时重庆多木制建筑的特点,日军在进行空袭的过程中还扔下了大量的燃烧弹,其落到

地上通常会造成连片大火,即使远离爆炸地点的房屋及人也会被摧毁和烧死。据相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日军仅在“五三”“五

四”大轰炸中,就向市区的人口密集区投下爆炸弹 176 枚、燃烧弹 116 枚,炸死 4572 人、炸伤 3637 人,市区 10 余条主要街道被

炸成废墟,数十条街巷的房屋起火,熊熊大火近 3天才被扑灭。其中,无辜市民伤亡达 8000多人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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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春天,日军再次集中大规模的轰炸兵力,并配备重型轰炸机,对重庆实施了代号为“101 号作战”的轰炸计划,使得日

机对重庆的轰炸达到白热化的程度。1940 年 5 月 30 日,《泰晤士报》报道指出:“5 月份,由日军空袭产生的伤亡总数已经超过

2000。”
[5]
日本官方声称,他们不会停止对重庆的轰炸直到中国人的抵抗意志被击垮。 

6月 12日,日军出动 154架战机空袭重庆。袭击者基本上向城市的每一地区都投下炸弹,摧毁了成百上千的房屋,引燃起大火,

一直烧到晚上。伤亡的人数估计在 600左右。日军对重庆长达 6周的轰炸,已经摧毁和破坏了城市一半多的建筑。尽管日军不间

断的轰炸给人民带来很大的压力,但是他们的意志毫无削弱的迹象[6]。为此,日军继续加大对重庆的轰炸力度。6月 28日,82架日

军战机空袭重庆,嘉陵江两岸许多重要地方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立中央大学的多处建筑也被炸毁[7]。8 月 20 日,约 200 架轰炸

机空袭了重庆。日机扔下的爆炸弹造成大面积的破坏,燃烧弹在市区一个差不多 1英里长,3个街区宽的地方引燃起大火。 

据估计,有 20000人无家可归,200人伤亡。轰炸之后,大风刮了 12个小时,尽管尽最大努力控制火势,但大火还是迅速蔓延[8]。

8月 21日,日机再次向重庆商业密集区扔下燃烧弹,引燃起大火,横扫了方圆半英里的地方。这是重庆遭空袭史上最大和破坏性最

强的一场火灾。尽管伤亡并不是特别大,但是它使得数以万计的百姓无家可归,成百上千的建筑被烧毁。昨天的火还没有扑灭,今

天的空袭又将市区附近的地方引燃。89架日机参与了今天的空袭。据称,日军正在趁这一年当中天气比较热和干的时节企图有计

划地烧毁中国的首都
[9]
。 

1941 年夏天,日军调动大批飞机,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展开了新一轮的轰炸。他们采取多批次、长时间的疲劳轰炸战术

连续空袭重庆,致使大量市民经常不得不几个小时处于空袭警报和拥挤于防空隧道之中,由此而死的人数也很多。1941 年 6 月 7

日,《泰晤士报》刊登了“700 人在避难中死亡”的报道,称“昨天早上,日军空袭重庆期间,700人,包括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一

个大的地下隧道里避难,因窒息而死。 

由于通风比较差,所以造成了空袭中的这一重大灾难。……扔到城市西门附近的燃烧弹引燃了周围一平方英里内的房屋和小

商店,导致成千上万的平民无家可归。”[10]紧接着 1941年 6月 9日,《泰晤士报》以“大规模空袭重庆”为标题概述了“六五隧

道大惨案”的基本经过,报道称:“6 月 8 日,重庆讯:周四晚上日军空袭重庆时,发生了一件十分恐怖的惨案,2000 人在建设极好

的隧道中窒息而死。空袭者在晚上 7:30、9:15和 10:30分 3波进行轰炸,每波出动飞机 9架。 

在首次空袭后,人们离开了隧道。但当第二波来的时候,他们又匆忙跑回去,致使多人死亡。”[11]这是二战期间间接死于轰炸

人数最多的一次。随着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开始将大部分兵力转向同英美交战,其对重庆的轰炸频率逐渐降低,

作为英国主流媒体的《泰晤士报》也开始更多地将关注点放在英日、美日的战事上,对日军后期轰炸重庆的报道也相对减少。 

通过梳理《泰晤士报》关于日军集中轰炸民用设施和平民的报道,可以窥见日军的轰炸目的和手段。从目的上来说,显然日

军企图通过炸毁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以彻底击垮中国军民的抗日意志。从手段上来说,从 1939年到 1941年间,其不断制定和调

整轰炸战略,综合采用了地毯式轰炸、疲劳式轰炸、月光轰炸等多种形式,可见日军实施的轰炸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针对性。 

(二)关于蓄意轰炸西方国家外事机构和人员的报道 

日军对重庆进行的无差别轰炸,不仅造成中方财产的惨重破坏和平民的大量伤亡,甚至蓄意空袭西方驻重庆的外事机构和人

员等,招致了一次次引人注目的外交抗议事件。这是日军为独霸中国与西方列强矛盾激化的结果与表现,也是日军重庆大轰炸暴

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泰晤士报》也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 

日军飞行员在执行轰炸重庆的任务时,尽管手中的地图已经用红笔标注出外国财产的位置,但还是对其进行了多次空袭。

1937年 5月 6日,《泰晤士报》报道“五四”大轰炸时,描述了英国等国家权益遭受日机侵害的事实,文章称“5月 5日,上海讯:

昨天的空袭发生在黎明之时,袭击者飞过市中心,在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领事馆在内的地方,扔下了两排炸弹。一些炸弹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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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英国领事馆,以及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所住的地方。 

据官方报告,斯达克托总领事的房子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当时他和妻子以及员工正在地下室避难。大使的秘书玻利维亚

先生被落下的瓦砾砸到头部,轻微受伤。”[12]对于这些国家领事馆被轰炸的原因,日本海军部发言人辩称:“虽然非常后悔,然又

无法避免。因为空袭者遭到了中方 50个高射炮和重型机枪的凶猛火力,而且它们离外国的大使馆很近,为了自卫不得不进行压制。

飞行员被命令要尊重外国财产。 

但当他们需在自身安全和轰炸到外国财产的危险性之间做出选择的话,其拥有一定灵活性。”[12]日军蓄意轰炸外国领事馆和

其给出的借口,引起了西方国家强烈的反应。1939年 5月 13日,《泰晤士报》刊登报道称,“5月 12日,东京讯:英国、法国和美

国大使已经就日军轰炸重庆提出了抗议。谈到日军海军当局关于炸弹落到英国领事馆的解释,卡尔大使称地面上高射炮的存在不

能成为日军可以实施无差别轰炸的理由。”[13] 

面对西方国家提出的抗议,日本虽承诺会采取相关制止措施,但外国财产遭炸毁的情形仍不时发生。1940 年 6 月 26 日,《泰

晤士报》刊登“炸弹摧毁英国的领事馆”的报道称,“6 月 25 日,重庆讯:昨天,英国和法国领事馆再次遭到了日军的轰炸。英国

领事馆直接被击中,几乎完全摧毁。另一个炸弹严重破坏了毗邻领事馆而属于英国外交部的房屋。第 3 个炸弹,沿着领事馆的主

楼掉下来,但没有爆炸,只造成了较小的损失。全部员工都躲在防空洞里,很安全,没有人受伤。其中一个炸弹掉到了法国领事馆

的院子里,炸死了 5 个不是领事馆员工的中国人,建筑造成的破坏不大。”[14]类似《泰晤士报》关于日军轰炸英国等西方领事馆

和其他财产的报道还有很多。 

比如,1939 年 8 月 5 日,《泰晤士报》报道了英国、法国和德国领事馆以及《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和他妻子居住的房屋被轰

炸的消息
[15]

。1941年 6月 9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日军重型轰炸机空袭英国领事馆办公大楼的报道
[11]
。1941年 6月 17日,《泰

晤士报》报道了日军对来自图图伊拉美国军事基地的一艘美军战舰、美国军事专员上校威廉·迈耶的办公室、美国海军餐厅和

标准石油公司办公室以及英国领事馆出版专员府邸等轰炸状况[16]。 

1941 年 7 月 2 日,《泰晤士报》刊登了日军炸毁英国领事馆中国顾问包克本府邸,并致使包克本先生和艾伦夫妇受伤的报道
[17]。1941 年 7 月 9 日,《泰晤士报》报道了日军再次轰炸英国领事馆,其中一个炸弹直接击中主楼中部大使书房的消息[18]。1941

年 7月 16日,《泰晤士报》刊登报道指出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在 6月 2日、6月 7日和 6月 29日遭到日军轰炸[19],等等。 

从《泰晤士报》关于日军轰炸重庆波及西方权益的报道来看,一方面日军对其开展的空袭行为具有蓄意性,当西方国家数次

向日本表达抗议并按照日本要求将其本国人员和机构搬迁至扬子江南岸,在日军明知它们具体位置后,却依然反复对其进行轰炸;

另一方面日军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行为具有国际性,即无差别不仅体现在军事设施和民用设施上的无区别性,而且也体现在中方

和西方在重庆的机构、设施和人民上的无区别性。 

(三)关于重庆各界民众进行英勇反轰炸斗争的报道 

日军对重庆长时间、大规模、野蛮残酷、无差别的大轰炸给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但是,面对日

军的狂轰滥炸,英勇的重庆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坚持不懈地疏散人口、开凿防空避难设施、开展消防救援工

作,进行了一场空袭与反空袭、轰炸与反轰炸的顽强斗争,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企图将重庆夷为平地的阴谋。重庆军民英勇斗争的

精神,《泰晤士报》在报道日军轰炸重庆的过程中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1939 年 5 月,日军开始大规模轰炸重庆后,重庆当局一方面组织各方开展清理、救援和志愿工作,另一方面疏散百姓离开,以

尽可能避免伤亡。对此,1939年 5月 8日,《泰晤士报》报道了蒋介石及其政府正在指挥大规模百姓撤离重庆市区的消息[20]。“五

三”“五四”及随后几天的大轰炸,使得重庆大量房屋被毁,平民伤亡惨重,到处是焦土烟火、死尸枕藉,急需清理废墟、救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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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政府工作人员,还是普通百姓,都任劳任怨、众志成城,彰显了重庆军民的抗战决心和不屈意志。1939

年 6 月 14 日,《泰晤士报》刊登的读者来信,记录了宋美龄视察救援工作的所见,以及对民众不畏艰辛、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精

神的赞扬,她说:“轰炸过后的几天,费了很大的劲才清理出部分街道和死人的尸骸。稍后的工作又花费了一段时间。 

此时,这里的恶臭气越来越浓,在其附近生活居住已不大可能。中国人民的精神是伟大的,他们既没有任何抱怨,也没有什么

不满的情绪。这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人民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但精神却经受了火和血的洗礼。如果日本人认为他们通过如此

残酷而蓄意的冷血式屠杀就能打垮我们,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我们的政府和人民是紧紧团结在一起的。……空袭一结束,总司

令就命令所有属于政府和个人的轿车和卡车,包括他和我的私人轿车,都用来向城外运输难民。大量的食物供给站迅速涌现,就像

是咒语召唤出来似的,由不同的组织和志愿者负责分配。我们的妇女做得也非常好,在近两年的战争后,如果她们屈服于歇斯底里

和疲劳是无可非议的,但她们坚持了下来,依然精神饱满地、不屈不挠地去努力挽救那些不幸者。 

在其中的一次空袭中,我确信我们的办公地点和员工将毁于一旦,因为火从三个方向朝我们汹涌而来,并且当时还刮起了大

风。但是,后来风向改变,我们活了下来。……我发现员工们都很平静和镇定。他们已经打包好了所有的档案和办公室文件,等待

着下一刻会发生什么。回想一下,他们能做到这样,让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假如风的方向没有改变,所有的通道都会被切断。然而,

你肯定会猜到那天晚上我让他们搬到了城外。但是,第二天清早,他们又回到市区服务于各种难民站,帮助寻找由于空袭而成为的

孤儿。……不久之后,空袭再次来临。因为日军鼓吹要将我们献祭。我们通过拆毁一些挨着非常近的房屋等一切尽可能采取的方

法来进行防御。”[3] 

1939 年,特别是 5 月份日军对重庆的狂轰滥炸,造成市民死伤惨重,社会秩序混乱动荡。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开展有效的反空

袭斗争,最大限度减少轰炸给广大人民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维护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则成为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因此,从国民政

府到重庆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充实和完善预警体系,修筑防空洞避难设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伤亡人数。对此,1939 年

11月 18日,《泰晤士报》刊登“中国方面坚强不屈”的文章给予了报道,称:“10月 22日,重庆讯:一年多前,自从中国的首都由

汉口迁往重庆,这个位于扬子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旧式中国城市,就成为了日军无数次空袭的目标。 

损失最为惨重的空袭是在 5月份,成百上千的平民因此而丧生。但是,目前重庆拥有了一套防空系统,可能在以下两个领域做

得比较好。其一是警报系统方面。第一次警报声会在日军轰炸机从汉口起飞不久后响起,而它们飞到重庆需要一个多小时。这给

了很多人逃往周边乡村的时间。第二次警报声会在日机飞过万县(笔者注:现重庆市万州区)的时候响起,那时它们必然会来重庆。

第三次警报声会在日机离城市不远时响起,也是所有活动停止的信号。 

其二是防空洞方面。政府办公处和许多重要的官员都拥有混凝土建造的防空壕。普通百姓能躲到通过钻凿石灰岩而修好的

大量隧道中避难。大部分的这些隧道都能容 500人,而更大一些的可以容 1000多人。尽管在最近的一周内,响起了 10次警报,人

们不得不夜复一夜地从他们的床上爬起来,在又挤又热的防空洞里待上好几个小时。但是,他们几乎没有造成什么物质损失,特别

是由于防火隔离线将火与市区切断开来。无论怎样,人们在空袭中的精神状态,还是值得赞扬的。一天当中,每个人能可以听到弹

药的爆炸声和工人钻隧道的锤子声。”[21] 

到 1941年,重庆防空斗争已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因轰炸而造成的伤亡人数也有所减少。这一点在 1941年 5月 12日《泰晤

士报》的报道中可以得到印证,其称“据官方声明,54架飞机参与这次空袭,造成 10名平民伤亡,尽管全部都是中国人———但这

显然间接证明了城市防空系统的有效性。”
[22]
同时,也侧面突出重庆军民反轰炸斗争取得的阶段性胜利。 

三、《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报道的史料价值与作用 

(一)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见证了日军轰炸重庆之暴行,具有重要的史料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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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9年至 1941年日军对重庆实施无差别轰炸最为集中的 3年间,《泰晤士报》通过其特派记者和援引其他媒体驻重庆通

讯员的报道等多种途径跟踪式记录和见证了重庆大轰炸的主要过程,为这段历史保留下一份不同于中日双方文献的重要文本,具

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首先,《泰晤士报》关于日军大规模轰炸重庆的报道有助于印证历史事实。“大众媒体对事实的及时报道,在某种意义上可

以说是在实录当代史,而且往往比任何官方文件都全面丰富。”[23]由于《泰晤士报》对日军大规模无差别轰炸重庆,特别是重大

事件(比如“五三”“五四”大轰炸、“六五隧道大惨案”等)的报道多是来自于目击者,更为真实、具体和直接,在一定层面上

能够起到与中日资料形成互补互证,考证某些说法和伤亡数据之作用。 

比如,关于“五三”“五四”大轰炸的伤亡人数,以往学者多是采用《重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 5月 3、4、12、25四日

敌机投弹、人物损失及救济工作汇报表》中记录的“炸死 4572人、炸伤 3637人”数据。但据《泰晤士报》1939年 12月 7日的

报道称仅 5月 4日就炸死 4572人、炸伤 3637人[24]。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可能还需要学术界对该数据开展进一步的考证。其次,

重庆大轰炸是日军侵华的重要暴行之一,《泰晤士报》作为见证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史料,从微观视角驳斥了日军否认和美化其

侵华史的谬论。长期以来,日本右翼不断提出的“侵略”未定议论、“大东亚战争正义论”等种种言论歪曲历史,否认侵略罪行。

事实终究是事实。《泰晤士报》所记录的第一手资料,不仅证实了日军侵华的计划性、战略性,而且给予了日本右翼无视侵华战争

中牺牲的数以万计无辜生命,极力掩盖其野蛮罪行以有力回击。 

(二)以媒体传播者的角色宣传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形象,具有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 

从《泰晤士报》关于日军无差别轰炸重庆的报道主题和中国战时首都重庆的形象建构来看,其一方面着笔于记录和描写侵华

日军对中外财产及重庆平民的大规模无差别狂轰滥炸,强调日本法西斯置国际法规与人类公理于不顾的残暴性和野蛮性;另一方

面着重于赞扬和传播重庆人民英勇的反轰炸斗争,报道和建构中国人民团结一致、顽强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和形象。 

比如,1939 年 11 月 18 日,《泰晤士报》刊登“中方坚强不屈”的报道,称赞了重庆人民在遭受日军空袭中的英勇精神状态
[21];1940年 9月 20日,《泰晤士报》刊登消息称,尽管日军不断地轰炸重庆,但是中国人民不会屈服[25];1941年 8月 21日,《中央

日报》援引的《泰晤士报》“中国英勇抗战,以蔚为强国,将负恢复远东繁荣重任”的社论文章,也是高度评价日军轰炸下重庆人

民不畏强暴,并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表率的重要作用[26];等等。 

梳理和分析近代西方主流媒体《泰晤士报》的相关报道文本,不仅展示出了面对日军暴行,中国政府和人民保持坚强乐观、

不屈不挠的斗争姿态,而且字里行间折射出其同情中国抗战、谴责日军残暴的舆论导向,这使得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人民一度成

为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和战时中国的象征,既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 

说明:本文涉及《泰晤士报》的原始文献来源于 Gale 集团专题数据库 The Times Digital Archive(泰晤士报数字档

案,1785-1985),检索关键词“Chungking”,检索时间段为 1938年至 1944年,但主要集中于 1939年至 19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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